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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国外对错误信息研究的关注日益增长而国内缺乏其相关研究综述，文章从错

误信息的成因、负面影响及管控等维度系统性地回顾了国外相关研究。首先，从用户与机器

角度述评了错误信息生成研究，从信息源、易感宿主、信息环境视角述评了错误信息传播研

究。其次，从用户错误认知发展、错误信息决策制定、用户行为改变方面述评了错误信息负

面影响。最后，从信息平台与用户角度述评了错误信息管控研究。文章发现国外现有研究在

研究情境、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数据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为此，建议未来错误信息研究可

进一步细分研究对象、分析技术的综合影响、拓展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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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misinformation research abroad while limited domestic 

review on i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research on misinform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causes, negative impacts, and control.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sers and machines, this 

paper reviewed research on the generation of misinformation. Meanwhile, studies of 

mis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susceptible hosts,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were reviewed. Second, the paper summarized research on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misinformatio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user cognitive distortion,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misinformation, and user behavior changes. Last, the paper examined research on 

misinformation contro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ormation platforms and users.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has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context, research 

perspectives, methods, and data. Therefore, the paper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 may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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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subjects further, analyze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y, and explore mor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Key words Misinformation, Information caus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Negative impacts, 

Information control 

 

0  引言 

近十年间，数据科学及人工智能逐步发展成重要研究领域，区块链、云计算、自动驾驶

及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得以逐渐成熟并应用。而错误信息的增加会显著影响信息技术可

靠性，成为信息技术变革的最大危险之一。2018 年世界经济论坛强调了社交媒体错误信息

传播是当今社会面临的十大风险之一，指出了错误信息纠正的困难度 [1]。错误信息

（Misinformation）是指失真的、无意的、不准确的信息，它不能反映世界的真实状态或传

达用户真实的心理状态，不具有主观性[2-3]。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谣言

（Rumor）具有差异性[3-4]。虚假信息强调主观欺骗意图，即具有误导性、带有偏见的信息[5]，

若用户传播其已知错误信息便属于发布虚假信息[6]。而谣言指代以特定模式传播的缺乏安全

标准、未经证实的信息[7]，谣言传播内容涵盖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4]。但用户通常在未明晰

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自身信任信息内容的情况下传播错误信息。同时，错误信息也与垃

圾新闻（Junk News）概念不同[8]。垃圾新闻指代主观上将误导性、欺骗性或不实信息包装

为真实新闻的信息内容，强调信息内容的伪造性与伪专业性[8]。 

错误信息会对自动驾驶安全、物联网安全、证券交易、组织运作及用户健康等产生诸多

负面影响。如“运动对膝骨关节炎患者有害”等健康类错误信息，对政府公信力、疾病防控

体系及公众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如 eBay、Amazon）、分

类广告网站（如 Craigslist）等线上平台的出现，及社交媒体（如 Facebook、Myspace）等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为错误信息的规模化传播提供渠道，如国外的失真报道“冻结的风力涡轮机

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停电的主要原因”、“纵火是澳大利亚丛林大火的原因”通过社交媒体发

酵，普通公众在对真实信息缺乏认知的情况下传播了错误信息，显著影响公众可靠信息的获

取[9]。为此，亟须对错误信息的成因及负面影响等进行专门研究。 

为管控错误信息在数字环境、科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内的传播，国外学者针对错误信息

开展大量研究。国外错误信息研究已成为图书情报学、传播学、管理科学、心理学、计算机

科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包括 2020 年夏威夷信息系统国际会议、2019 年物联网系

统管理和安全国际会议、2017 年在线新闻协会年会等在内国际学术会议均将错误信息作为

主题演讲议题。国外同行主要针对错误信息的挖掘与识别[10-11]、用户分享的影响因素[12-13]、

错误信息负面影响的管控策略[14-16]等进行探究。此外，国外 iSchools 联盟院校针对错误信息

建立研究中心和开设专门课程，如华盛顿大学信息学院的知情公众中心（Center for an 

Informed Public）、《诊断流言蜚语：数字世界中的数据推理课程》（Calling Bullshit: Data 

Reasoning in a Digital World）；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的《错误信息时代的假新



闻和事实课程》（Fake News and Facts in the Misinformation Age）、《有问题和误导性的信

息课程》（Problematic and Misleading Information）；肯特州立大学信息学院的《虚假信息

时代课程》（The Age of Disinformation，该课程同时针对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等，以应对

数据、图片和统计结果中的错误信息。 

相较于国外对错误信息关注力度的不断加大，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且未形成完善的研究体

系。当前研究主要针对虚假信息与谣言进行研究，面向虚假信息关注生产与扩散特征[17]、

传播影响因素[5]、用户心理[18]、虚假信息管控[19]等，而面向谣言关注传播影响因素[7, 20]、特

征识别与预测[21]、谣言甄别[22]、谣言管控[23]等，但是缺乏对错误信息的系统研究。鉴于此，

本文以错误信息为研究主题，面向其成因、负面影响及管控，对国外错误信息研究进行归纳

和述评，以期对未来错误信息研究及管控提供借鉴，完善国内图书情报学研究体系。 

1  文献获取与分析 

为探究国外错误信息的研究现状，本文检索数据库涵盖图书情报学、管理学、计算机科

学、传播学与多学科科学（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最主要的 10 个英文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IEEE Xplore、Taylor & Francis Online、Springer LINK、ACM Digital Library、SAGE、

Wiley Online Library、AIS eLibrary、ScienceDirect、Emerald Insight。同时，区别于虚假信息、

谣言、垃圾新闻等概念，错误信息缺乏相应同义替代词[3-8]。为此，基于术语学规则，本文

梳理关键词、主题或者题目中有包含错误信息（即 Misinformation）相关检索词的论文。排

除非学术以及面向物理设备的研究，进行人工筛选和去重，最终得到与本文主题契合的 368

篇文献。同时，采取珠型增长（Pearl Growing）以及滚雪球式的追踪策略进一步获取与上述

文献相关联的其他文献（如引用和被引），以提升查全率和查准率[24-25]。此外，摘要或者全

文中有包含错误信息（即 Misinformation）相关检索词的论文被用于解释本文研究论点。 

国外错误信息研究跨学科趋势明显，最先应用于认知科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中，

逐步扩展至国外的管理科学、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等诸多应用领域，采用各类定量

（如实验、问卷、数据挖掘）[11-12, 15-16, 26-27]与定性（如半结构化访谈、焦点小组、案例分析、

元分析）[4, 9, 13-14, 28]方法，情境涵盖社交媒体平台[9, 11-15]、企业和组织内部[29]、学术网络社

区[30]等，主题涉及健康信息[12, 26, 31]、政治信息[4, 32-33]、数据库信息[34]、组织危机信息[29]、

学术信息[30]等。其中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主要通过实验等方法，分析用户对错误信息的敏感

性、记忆力、态度及行为影响等[35-42]；计算机科学主要基于数据挖掘等方法来实现错误信息

的识别和早期检测等[11, 31]；而管理科学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实验法等方法，基于结构方程

模型等构建错误信息假设与传播模型等[12, 43]；传播学主要通过实验、问卷调查等方法，探

究错误信息传播、负面影响和纠正策略成效等[15-16, 44-45]；社会学通过实验、焦点小组等方法，

分析错误信息对于组织声誉、公众福祉等产生的负面影响及管控策略[29, 46]；图书情报学主

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探究错误信息生成与传播的群体差异、成因及监测

等[13, 34, 47-48]。 



2  错误信息的成因 

2.1  错误信息的生成 

 错误信息主要由用户或者机器生成。对于用户生成错误信息：①由于信息时效性要求，

信息生成者对信息真实及可靠性的核查周期极大缩短，采用信息后续修正模式，促使了错误

信息在公众中的周期性暴露[44]。而网络用户量的上升及使用时长的增加也加快了错误信息

生成；②政府部门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也是导致用户生成错误信息的原因之一。具体而言，

由于错误信息生产者承担的责任界限不明、网络道德伦理建设缺乏，及网络监管力度不足，

用户生成错误信息的法律成本较低，导致用户在信息发布前缺乏必要核查[3]；③突发公共事

件由于其突发性、危害性及破坏性，通常具有不确定性并与用户自身利益紧密关联，诱发用

户在恐慌情境下生成错误信息[12]。 

对于机器生成错误信息，主要包含生成、传输，以及存储和检索阶段[49]：①信息生成

阶段。机器生成错误信息包含主动或被动错误信息生成两类[50]。首先，机器主动错误信息

生成涵盖自动文本生成器、情境改变两类。其中机器自动文本生成器指代采用语言模型自动

生成失真的、无意的、不准确的信息。情境改变指代机器将人工撰写的文本进行语义修订，

进而改变文本原意生成错误信息；其次，机器被动错误信息生成指代在人工智能、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场景下机器运行错误所生成的失真的、不准确的信息[51]；②信息传

输阶段。如由于不同数据库的数据标准不同，其在信息传输过程中会生成错误信息。而数据

库中的元数据规则会随时间改变，且更新元数据表规则会挑战现有的记录匹配算法[34]；③

信息存储和检索阶段。以图书馆数据库为例，其错误信息的生成通常产生于信息存储和检索

阶段，尤其是信息传入数据库阶段、匹配检索词与数据库中候选项的阶段[34]。具体而言，

错误信息可能导致两个数据库记录（即不同项目的表示形式）被误认为同一项目的表示形式；

可能掩盖不同项目间搜索技术或过程中的效果差异。 

2.2  错误信息的传播 

错误信息传播需具备两大关键内容属性，即模糊性和重要性[52]。而错误信息的传播链

涵盖信息源、易感宿主、信息环境[3]，具体如下： 

首先，错误信息源。①信息源新颖性，由于用户更倾向于分享高新颖性信息[53]，而错

误信息通常比真实信息新颖性更强，因此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较真实信息更快[54]。同时，

错误信息的传播速度比其后续更正声明更快[55]，而同质性是信息内容扩散的驱动力[56]；②

信息源主题，用户对信息主题的感知严重性也会增强错误信息传播的概率[28]。相较恐怖主

义、自然灾害、城市传奇、金融信息或科学类的错误信息，政治类错误信息的负面影响更显

著[54]。而对健康信息，因其包含专业性内容，也增强了健康信息被用户误解的可能性，促

进了健康错误信息传播概率[57]；③信息源特征，相较非主流来源的错误信息，用户更倾向

于转发社交媒体上主流来源中的错误信息[58]。由于主流媒体更严格的信息质量控制，用户

对相关信息的质疑程度更低，所以其错误信息在用户间的曝光度更高[59]。同时，传播过错



误信息的社交媒体账号更易再次传播错误信息。而错误信息源的标题也更易受用户关注。此

外，由于认知偏差的存在，用户倾向于选择相信符合其认知的错误信息[60]。基于社会纽带

对信息处理的影响，用户更易信任与其具有相似职业、专业或文化背景的用户提供的信息

[61]。而信息源对用户的生理刺激性越强，用户与他人共享此类错误信息的意愿更强[62]。 

其次，错误信息的易感宿主。易感宿主指易受到错误信息负面影响的用户，如信息超载、

时间紧迫或者质量较差平台的用户[54]。受自我促进和娱乐驱动的用户，及感知社交媒体疲

劳和自我调节不足的用户也是错误信息的易感宿主[12]。而用户的探索意愿和宗教信仰会降

低其分享错误信息的概率[12]。错失焦虑症、上网经验不足、缺乏信息验证能力、懒惰及信

息超载的用户更易分享错误信息[12]。同时，用户的错误信息分享会受到如下三类因素的影

响：个人层面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层面因素（如促进讨论的社区资源的存在）和

内容层面因素（如刺激或阻碍某类主题共享的影响因素）[63]。此外，用户对事实发现、情

感应对与利他主义的意愿也会进一步推动错误信息传播[44]。 

再者，错误信息环境。信息环境强调用户所处的综合信息情境，涉及法律法规、公共信

息资源投入、政府信息职能、信息传播平台、用户信息素养等。法律法规是良好信息环境营

造的核心路径，其可阻止网络平台以牺牲科学事实或公共安全为代价谋求短期利益[60]。同

时，政府信息资源投入也是信息环境建设的有力手段，如新冠疫情（COVID-19）期间，政

府通过新媒体、在线健康社区、官方媒体等渠道披露信息，以抑制错误信息传播，营造有关

COVID-19 的可靠健康信息环境。但是政府机构的效率低下也能营造错误信息传播的公众环

境[64]，如依赖于美国保守派消息源的用户更愿意信任 COVID-19 的阴谋论。此外，由于对

信息内容批判的缺乏及激进信息的放大，社交媒体等情境加快了错误信息传播[12]。约 42%

用户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过错误信息[65]。综上，错误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如图 1 所示。 

图1  错误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 

3  错误信息的负面影响 

错误信息的负面影响研究多从用户视角展开，主要包括用户错误认知发展、错误信息决

策后果、用户行为改变[4]。 



首先，用户错误认知发展。用户面对错误信息并不一定会立即产生错误认知，但通常会

促使用户对错误信息主题内容产生误解[4]。具体而言，整个在线信息生态系统被误导性错误

信息所侵蚀[47]，众多用户可能会将精力投入到错误信息引发的是非问题探讨上，这些错误

信息涵盖的议题甚至会成为当前主流媒体所关注的话题，这会进一步导致用户认知偏差，如

错误信息会削弱公众对疫情政策的支持，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信息流行病”声明以消除

错误信息负面影响[66]。同时，错误信息会通过干扰上下文情境，分散用户注意力或关注点，

以紊乱用户认知过程，导致错误判断和评估的形成，如夸大某些要素、前提或结果的重要性，

亦或忽略某些重要细节[47]。 

其次，错误信息决策后果。错误信息会负面影响用户对信息内容准确性的判断[26, 67]。

长期以来，错误信息还会降低用户对信息内容准确性的识别能力，导致用户做出错误的信息

决策[26]。相关学者在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如信息系统开发与设计，错误信息会影响开发与

设计中信息需求判定过程的准确性，进而负面影响整个信息系统开发和实施流程的成功[2]；

组织决策，错误信息会导致用户组织决策错误，威胁组织声誉及业务连续性[29]；健康信息

决策，错误健康信息会引发信息混乱，削弱真实健康信息对用户健康决策的积极影响[44]。 

再者，用户行为改变。错误信息虽会负面影响用户行为选择，但由于用户行为受自身知

识体系、接受信息、行为能力等多维因素的影响，所以错误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用户错误行

为的产生[4]。错误信息对用户行为的影响会在突发事件下得到增强，如在 COVID-19 疫情期

间，YouTube 上传播的“奇迹矿物质溶液”会治愈 COVID-19 的错误信息导致了用户的不

当使用行为，进而引发用户中毒事件的上升[27]。而对于社交媒体中舆论导向类错误信息，

如果用户未意识到错误信息发布者自身存在的偏见，用户会信赖甚至转发此类错误信息[68]。

此外，错误信息也会负面影响组织中用户行为，如有关危机的错误信息（如危机严重性、错

误指控）会损害组织的危机沟通工作[29]。 

4  错误信息的管控 

 错误信息的管控研究主要基于信息平台、信息用户以及政府或社会视角，即通过平台管

控策略减少错误信息生成、阻断错误信息传播，借助用户素养或认知能力的提升降低错误信

息的负面影响，依靠政府或社会参与倒逼信息平台错误信息管控、加强公众认知、干预错误

信息生成与传播，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1  错误信息的管控策略 

错误信息

管控主体 
错误信息管控策略 参考文献 

信息平台 
信息内容

管控 

信息引用添加 [57] 

公平性和透明度的信息发布标准建立 [69] 

流通信息信誉度评估 [14] 

信息发布渠道控制，如权威专家发布、第三方事实检查专员等 [32][45][70] 



错误信息

管控主体 
错误信息管控策略 参考文献 

错误信息

识别 

信息检测框架运用 [31] 

信息可视化技术运用 [43] 

基于多维数据的数据偏差削减 [43] 

错误信息自动识别技术运用（如机器学习） [3][11] [71] 

错误信息

预警 

错误信息亮色标签添加 [72] 

事实检查警报运用（即弹出式横幅、标签或信息面板等） [45] [73] 

平台错误信息披露 [45] 

信息用户 
错误信息

鉴别 

认知能力增强 [32] 

批判性思维训练 [43] 

数字能力增强 [74] 

媒体素养提升 [33][75] 

信息素养提升 [30][76] 

批判性消费素养提升 [77] 

政府或 

社会 

政府介入 

公众素养教育开展 [78-79] 

错误信息官方披露 [79] 

错误信息相关政策发布 [79] 

错误信息相关民事、行政与刑事制度建立 [78] 

社会参与 
图书馆员、新闻工作者、领域专家、关键意见领袖（如名人、

网红）等用户参与错误信息纠正 

[14][72-73][78] 

[80-81] 

首先，面向信息平台的管控策略，主要涵盖信息内容管控、错误信息识别、错误信息预

警。①信息内容管控。第一，通过信息内容引用添加[57]、公平性和透明度的信息发布标准

建立[69]等把控信息生成质量。如健康错误信息纠正策略如下：在线健康信息附加注释、根

据用户健康信息需求开发网站、面向特定用户制定健康信息建议等[57]；第二，通过流通信

息信誉度评估[14]、信息发布渠道控制（如事实检查专员[45]、权威专家发布[70]等）等筛选平

台信息质量。 

②关于错误信息识别。涵盖信息检测框架运用[31]、信息可视化技术运用[43]、基于多维

数据的数据偏差削减[43]、错误信息自动识别技术运用（如机器学习）[3, 11, 71]等。第一，设计

错误健康信息检测框架，通过解析错误与真实信息间文本风格、文本主题和功能分布的差异，

以检测健康错误信息[31]；第二，可视化技术和多维数据结合以缓解数据偏差，即利用可视

化技术识别错误信息；综合软数据（如社交数据等主观数据）和硬数据（即客观数据等）识

别错误信息[43]；第三，机器学习等错误信息的自动识别技术可从信息源控制与制止错误信

息传播，甚至发挥错误信息的潜在价值[3]。 



③关于错误信息预警。国外学者和社交媒体不断设计新功能与模式以提示用户并遏制错

误信息，涵盖错误信息亮色标签添加[72]、事实检查警报运用（即弹出式横幅、标签或信息

面板等）[45, 73]、平台错误信息披露[45]等。如事实检查警报指一种标记功能，可通过帮助用

户快速发现在线新闻和文章中的错误信息来阻止错误信息传播。但此类警报仅提示用户已由

第三方事实检查人员或新闻发布者（如 Snopes、PolitFact、FactCheck.org）等发现的错误信

息，其对传统主流新闻媒体的影响要高于非主流新闻媒体[73]。 

上述方式亦在社交媒体中得到实践。第一，Twitter 开始研发有针对性的新功能，在探

测到不正确或误导性错误信息的情况下，将在公众人物的推文下方添加亮色标签，以提醒用

户注意检测推文信息的可靠性。同时，Twitter 还制定有面向错误信息的管理细则，对有关

公共卫生信息的发帖进行处理；第二，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将在第三方事实检查员鉴定为

错误以及部分错误的帖子上添加标签，标签通常显现在错误信息的发帖顶部，可链接至错误

信息的鉴定依据。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还设置有错误信息弹出功能，弹窗会在用户将要转

发鉴定为错误信息的帖子时弹出，但是用户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阅读、信任和分享错误信息；

第三，YouTube 将事实检查面板附加于视频旁用于提醒用户错误信息，并首先在印度用户

中进行实践。当前国内社交媒体缺乏错误信息的亮色标签添加、弹窗提醒、事实检查面板附

加等错误信息管控策略，面向用户投诉或主动识别的错误信息，经多渠道查证后采用错误信

息官方删除的模式。 

 其次，面向信息用户的错误信息管控策略。涵盖认知能力[32]、批判性思维[43]、数字能

力[74]、媒体素养[33, 75]、信息素养[30, 76]、批判性消费素养[77]等用户能力与素养提升以降低错

误信息负面影响。其中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提升能促进对信息内容感知的准确性[32]；

数字能力概念被提出用于错误信息应对，指代合理利用信息技术用于识别与鉴定错误信息的

能力[74]；媒体素养[33]指用户以批判的方式浏览、解读、评价及利用信息的技能和知识。媒

体素养干预可降低错误信息对用户的说服力，从而降低错误信息的误导性。公众媒体素养的

提升能增强专家在社交媒体上纠正错误信息的有效性[75]；信息素养既涵盖信息获取、评估、

采纳信息的系列能力，也涵盖在社交媒体等情境下对信息的分析、反思、管理、共享信息等

相关能力[76]。信息素养增强能有效提升用户对错误信息的批判意识与分析能力，降低了用

户采纳及共享错误信息的概率[30, 76]；批判性消费素养指通过积极的信息内容事实检查、来

源验证来辨别信息可信度[77]。批判性消费素养较高的用户倾向于综合评估信息内容，而较

少无意识或情绪化地做出信息决策，以抵制错误信息的负面影响[77]。 

再者，面向政府或社会的错误信息管控策略。第一，政府介入的错误信息管控策略，主

要涵盖面向公众开展素养教育，帮助公众抵御错误信息负面影响[78-79]；面向公众披露错误信

息[79]；面向公众发布错误信息相关政策[79]，如发布 COVID-19 政策抑制相关错误信息传播；

建立错误信息相关民事、行政与刑事制度，惩处错误信息恶意生成与传播行为[78]。第二，

公众参与的错误信息管控策略，公众在错误信息识别及遏制其在线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82]，涵盖图书馆员、新闻工作者、领域专家、社交媒体中的关键意见领袖等。其中图书馆

员可支持公众评估信息资源准确性，以促进公众在信息传播中的准确性[71]；新闻工作者可

通过构建公平性和透明度的新闻发布标准以规避错误信息的生成与传播[69]；通常来说专家

相较于非专家对错误信息的纠正成效更好[14]，但部分公众对官方组织较低的信任度也削弱

了专家错误信息纠正的成效[81]。此外，社交媒体中名人、网红和其他公众人物发布面向错

误信息的纠正信息能避免公众中信息孤岛的形成，提升公众对事实的认知[80]。 

 此外，对于错误信息纠正方法的成效，错误信息主题、用户认知与卷入度会显著影响信

息纠正成效。关于错误信息主题，由于部分错误信息主题更受关注或更具紧急性，因此相关

纠正信息的效果有限，如寨卡病毒、麻疹、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类的错误信息[14]；关

于用户认知，面向错误信息的针对性事实信息能有效纠正用户认知，而与用户先前观念一致

的事实信息对错误信息的纠正效果更好[83]；关于用户卷入度，由于与用户健康紧密关联，

涉及传染性疾病的社交媒体错误信息易感性更强，用户更关注相关错误信息[72]。因此，即

使相关信息不准确，用户对错误信息较高的卷入度也会降低错误信息纠正的成效。 

5  国外研究不足及启示 

5.1  国外研究不足 

 国外学者面向错误信息的成因、影响及管控进行了深入探究，但在研究情境、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与数据等方面还存在局限性： 

 （1）研究情境的泛化。错误信息识别是探究其成因、影响及管控的前提，然而错误信

息传播渠道及信息主题的多元化导致了错误信息表征识别的局限性。对于错误信息渠道，国

外现有错误信息研究多基于泛化的信息传播情境，如基于社交媒体、新闻媒体、健康信息平

台、数据库等，即较少明晰具体的信息传播渠道。考虑到不同平台的信息分发机制差异，如

对于社交媒体，Facebook、WhatsApp 等（国内如微信、QQ）图文类社交媒体的信息分发基

于用户关注，而 Tik Tok、YouTube Go 等（国内如抖音、快手）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信息分发

基于流量池等级、用户画像。信息分发机制的差异会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路径不同，进而对

错误信息的用户生成、管控策略产生影响；对于错误信息主题，国外错误信息的传播及影响

研究多界定了错误信息主题，但在错误信息的生成与管控研究中较少明晰错误信息主题，而

对健康类、金融类主题的错误信息的生成与管控策略必然具有差异性。 

 （2）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国外研究多基于实验研究结果提出错误信息管控建议，仅少

数研究提出有经过测试的错误信息干预措施。同时，国外研究多基于算法纠正、社会纠正与

信息素养教育的角度进行错误信息负面影响管控，较少从信息平台服务设计角度进行错误信

息干预，如面向不同用户群体的知识结构体系、内容偏好推送匹配的可信信息，增强用户对

错误信息的判别能力。此外，国外研究多关注用户角色在错误信息生成、传播中的影响作用，

较少关注平台信息传播机制的影响作用，但平台信息传播机制可能在错误信息生成、传播中



扮演关键角色。同时，有研究指出平台信息传播机制研究有助于不良信息源的识别，进而控

制错误信息的扩散。为此，亟需结合平台信息传播机制研究错误信息。 

（3）研究方法与数据的偏差。首先，截面数据误差。国外现有错误信息研究多基于截

面数据，在模型测算中参数随时间变化是恒定的。由于错误信息生成与传播的动态属性，缺

乏考虑时间变化会导致研究过程中参数估计偏差和推断错误，还会存在研究模型的内生性问

题；其次，问卷与访谈的调研群体固化。国外现有错误信息的问卷与访谈调研对象多为青少

年群体，特别是学生群体，而较少关注信息素养较低的老年人与儿童、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

偏远地区人群等，这使得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足。而上述受关注度较少的群体正是错误信息

负面影响的重点人群。 

5.2  未来研究启示 

 当前数字环境由 4G 向 5G 拓展，线上平台不断演化发展，如图文、音频社交媒体向短

视频、视频直播社交媒体发展，为错误信息生成传播提供了新渠道。基于此背景，图书情报

学科进行错误信息研究，有助于错误信息管控与信息服务优化，助推可信信息环境的构建。

而国内图书情报学者可面向错误信息的成因、影响及管控进行研究，以延展信息资源管理研

究的内涵和外延。基于国内相关研究现状及国外研究局限性，本文对未来研究启示如下： 

（1）研究对象的细分。首先，针对国外错误信息的生成与管控研究中较少明晰信息主

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面向不同错误信息主题，如健康、政治、金融、自然灾害，探究具

体主题错误信息的生成、传播、影响及管控。如用户对健康与政治类错误信息的动机推理、

保护行为、确认偏差等皆存在差异。此外，用户对不同主题错误信息的认知[4, 83]，以及在不

同主题错误信息传播中用户卷入度各异[72]；其次，面向国外错误信息研究情境泛化的局限

性，不同情境下错误信息的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传播渠道具有差异。为确保研究结论与错

误信息类型的匹配性，应充分考虑样本特征（如错误信息的类型、地理区域、问题卷入）、

信息特征（如错误信息的主题与来源、纠正信息类型与来源、社交媒体平台）对错误信息传

播及纠正的调节作用。 

（2）技术的综合影响。首先，针对国外研究较少提出经过测试的错误信息干预措施。

由于错误信息负面影响动态变化，未来可探究表 1 中错误信息管控策略对信息发布者、传递

者、接受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动态综合影响。如事实检查警报将在线信息内容标记为错误信息

时，其对信息发布者声誉、信任的持续影响[73]；其次，对于国内错误信息研究，由于中英

文语境、国内外关注的信息主题及传播渠道各异，可开发类似于 B.S. Detector、PolitiFact、

Detector AI[10]，但面向中文语境的错误信息检测工具。同时，面向健康、政治等不同主题错

误信息建立国内错误信息数据库，以进行错误信息的主题提取、深度情感与语法分析等。 

 （3）研究方法与数据的拓展。首先，现有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深度学习

等方法，缺乏仿真实验法、实地实验法的使用。区分于普通用户实验，仿真实验法强调模拟

现实情境以提供更可信实验环境，可用于探究用户的错误信息关注点、面向正确信息源的用



户注意力引导、社交媒体文化营造在错误信息分享中的抑制作用等。而实地实验可通过与相

关平台方合作，设计错误信息干预机制并获取一手实验数据，从而客观呈现干预机制的真实

效果；其次，现有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研究错误信息，由于错误信息负面影响、用户素养、

政府政策及社会关注度皆动态演化，未来研究应采集纵向数据来厘清长期因果关系；再者，

针对国外研究群体固化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应面向老年人与儿童、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偏

远地区人群等错误信息易感人群，提升错误信息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数据链接地址：http://hdl.handle.net/20.500.12304/1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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